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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四十年，對這個歷程的分析、評價各式各樣，大都蘊

含着對未來走向的判斷或期待。因此，這其中就不乏各種純粹執著於立場信

仰的評論，在學術上則表現為單純以理論建構的理想化模式來對照、評價現

實，這種做法在知識上和實踐上都很有導向偏頗的風險。本文試圖另闢蹊

徑，透過歷史視角考察改革開放，以其實際歷程中的「典型化事實」為基礎，

建構與之相一致的解說。具體而言，本文首先將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

置於國際比較視野，以凸顯中國表現的特殊性；進而將這些特殊性聯繫到在

此期間世界範圍內的制度變革及其發展後果，即所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趨

勢，由此對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作出一些雖是初步但有現實基礎的判斷、評價。

一　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的國際比較

任何對改革開放歷程的評價，都必須以它實際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為

基礎，這應該是無可置疑的。就經濟增長表現看，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

最全面的量度指標，中國在1978至2017年間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達9.51%， 

相對於1952至1978年間的6.15%明顯加速增長。以人均GDP年平均實際增長

率計算，在這兩段期間分別錄得8.56%和4.14%，前者更是後者的兩倍有多1。

誠然，GDP增長只是反映了經濟總量的擴張，至多是社會發展所需的物

質條件的提升，而非社會發展本身。改革開放的批評者或質疑者一般指出，

在此期間其實存在着多種背離社會發展的情況，諸如收入分化、環境破壞、

勞動條件惡化，以至政治和社會壓力持續等等2。姑勿論這些情況究竟在多

大程度上屬實，其影響始終會被整體性的社會發展指標包括進去。

種種社會發展指標中最具整體性評估意義的應該是人均預期壽命，從

1978年的65.86歲提高至2016年的76.25歲，近四十年間提高了10歲，比1966

至1978年間的提高14歲，這好像並不怎麼突出，至少遠遜於經濟增長表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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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不過，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自有其規律，在既有醫療技術的限制下，

當超過了特定的年齡臨界點，就會出現提高速度放緩的現象。一個較為合理

的量度方法是將中國的表現放在世界範圍作比較：1966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

命比全球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數低1歲，至1978年已經比後者高6歲，至

2016年則比後者高5歲，雖則中國直至上世紀末才從低收入經濟體邁進中等收

入經濟體行列。

總括而言，改革開放年代的社會發展表現，就縱向歷史比較還是值得表

揚的，就橫向世界範圍比較也相當出色。中國在1966至1978年間的發展表現

主要是依靠其政治和社會體制（尤其是人民公社體制提供的普及化農村醫療系

統），在改革開放年代的表現則應該是有賴於物質條件的提升：在1978至

2017年間，全球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人均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僅達2.70%（加

上低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數則是2.57%），而中國的增長率是它的三倍有多。

一旦承認改革開放年代經濟增長的優異表現是構成社會發展的基礎，那

麼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個表現的成因或動力是甚麼？「改革開放就是答

案」——這是最常見的來自官方的說法；更普遍的說法是，符合全球化年代世

界範圍有關後進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即所謂「華盛頓共識」。由於官方的說

法較為籠統，因而以「華盛頓共識」來解釋中國經驗確實很有成為主流的大

勢，尤其可以將經濟增長簡單地訴諸於經濟市場化、融入世界市場，以及私

有部門的擴展等等，總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策信條。

然而這種解釋很有將市場「物化」，也即神學化、迷信化的味道；以非歷

史的理論模式來觀照、解讀歷史，面對現實時總顯得左支右絀，放之四海而

皆不準。首先是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普遍推行市場化改革，卻並沒有取得國

際決策機構對各國以及各國政治建制對人民所承諾的發展業績；正如上述，

在1978至2017年間，全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人均GDP年平均實際增

長率僅達2.57%，如果從中撇除人口佔比近四分之一的中國，餘下的發展中國

家的表現就更令人失望了。再看中國本身，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公有制（國家

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部門佔絕對主導，之後公有制部門確實大為萎縮，但至

今仍然控制着戰略性產業，而整體經濟的發展道路是以快速資本深化、而非

勞動密集為主導，都是根本偏離了市場原則。

因此，我們必須破除物化式認識障礙，必須有遠比「華盛頓共識」全面和

細緻的認識框架，方能有效解釋中國過去的經濟表現，從而恰當地評價改革

開放的建樹和不足。而無論是哪個框架，首先都必須有一個認識：經濟增長

的直接動力始終是資本積累，經濟體制的作用在於有效率地動員社會資源並

配置到生產性部門中。在1980至2016年間，中國經濟的投資率（即資本形成

佔GDP的比重）平均達到40%的水平，比之前十年的平均34%提高了6個百分

點；而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則從之前十年的平均27%下降至1980至2016年

的24%，同期發達國家則從27%下降至23%。顯然，正是投資率的差異，促

成了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年代快速增長，以及其表現遠超世界範圍內的後進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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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改革開放年代，也正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自1970年代末期

開始持續至今。下文的論述將闡明，新自由主義的表現是經濟金融化，也即

金融投機活動愈趨佔據主導，排擠生產性投資，導致世界範圍的投資率在全

球化年代不升反降。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後果都呈現為去

工業化趨勢，只是前者作為金融化的發源地和集中地，去工業化趨勢遠為迅

猛，包括大量製造業的快速向外轉移。

在此期間，中國幾乎是全球唯一快速推進工業化的經濟體。截至2016年， 

中國穩據全球第一工業國的位置，工業增加值、製造業增加值分別佔全球的

22%和26%，其中製造業增加值超過了美國、日本兩國的總和。而製造業的

特徵，一方面是本身具有規模和範圍效益的潛質，另一方面是能夠推動整體

經濟的技術進步。由此，不同於發達國家的產業空心化、以大量從事非生產

性活動的服務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在改革開放年代卻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

性經濟體，而同期的快速經濟增長正是與此相聯繫。

全球範圍的產業布局調整，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都應該會帶來相同的機遇， 

但為甚麼只有中國得以如此快速推進工業化？顯然，在全球化之外，還有中

國特有的因素在起作用。上文強調的高投資率是其一，改革開放之前已建立

起來的工業基礎是其二，中國經濟自身需求規模的擴張是其三，這三者都有

賴於內部的制度和結構條件的支撐。因而，解析、闡明這些支撐條件的形成

和運作，也就成為評價改革開放的關鍵。

二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信條與系統邏輯

「新自由主義」一詞，作為對全球化年代資本主義性質的概括，發端於拉

丁美洲；大約自新世紀以來開始在英語世界流行，到2007至2008年全球金融

危機在發達國家爆發並演化成世界範圍的經濟衰退後，這個詞彙就成了公共

輿論的慣常用語。

據英國經濟學者薩德—費洛（Alfredo Saad-Filho）分析，在學術文獻以至公

共輿論中，「新自由主義」一詞可以從四個層面上理解：一是「市場原教旨主

義」的經濟學理論，以奧地利—芝加哥學派為代表；二是經濟政策，構成了聲

名顯赫的「華盛頓共識」；三是壟斷資本的階級鬥爭戰略，代表者是美國里根

（Ronald W. Regan）政府和英國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政府等右翼建制的

作為；四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性運作邏輯，表現為普遍的資本投機化和勞

動非正式化、臨時工化3。這其中最清晰可辨的是經濟政策。所謂「華盛頓共

識」，指的是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華盛頓建

制」及其遍布世界的附庸的三代政策信條：自1980年代初開始推行的市場和外

貿自由化、自1980年代末開始推行的公共資產資源私有化，以及自1990年代

初開始推行的金融（尤其是對外金融）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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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信條的核心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不僅其經濟學基礎如是，就連 IMF

的官方文件也以此自居和自豪。將這個立場表述得最為直白的是2000年秋季

IMF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該報告是作為對此前

二十年的全球化進程的總結4，而這二十年卻正是世界範圍「發展失落，儘管

普遍推行市場化改革」（這是世界銀行當時一篇論文的主題）的時期，其中以蘇

聯集團國家的「休克蕭條」最為慘烈，以原先有着「發展奇迹」的東亞於1997至

1998年陷入金融和經濟危機最為矚目5。

IMF對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解釋一如既往依據市場原教旨主義，斷言

危機純粹是經濟體內部制度違反市場原則所致，即所謂「裙帶資本主義」（又稱

「權貴資本主義」）。這個解釋及其相應政策要求，甚至一度導致華盛頓建制出

現內部爭論、分裂，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嚴厲批評 IMF無視經濟危機主要源自世界市場的金融投機化。同樣的批評還

來自活躍於國際輿論界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而他卻是之前主導

蘇聯集團國家「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改革的顧問。只是這些批評者始終

無法撼動新自由主義信條和建制，當時薩克斯早已被邊緣化，而斯蒂格利茨

也在建制運作下被提前解除了在世界銀行的職位。

上述 IMF以至整個華盛頓建制以市場原教旨主義自詡，並非單純是認識

或信仰使然，更根本是有現實利益的勾連，自是不會容忍任何異端的挑戰。

事實上，大約自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開始，有一個說法就深受建制批評者認

同，即所謂「華爾街—美國財政部— IMF」這個綜合體主宰了全球的政治經濟

秩序6。這個說法意味着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存在着深

層的邏輯一致性。

歸根究底，「華盛頓共識」的三代政策信條，是要使得所有的資產資源都

可作為金融交易，以便利資本流動，追求最高水平的利潤回報，這就是要系

統推動經濟金融化。所以，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金融化已經成為當代資本

主義的系統性運作邏輯，而金融霸權則佔據了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位置。

金融化，也即資本日益轉向投機活動，勢必擠壓生產性的長期投資。這

種擠壓效應同時會加劇收入分配差距，壓抑消費增長。結果就是，當代資本

主義具有走向系統性需求不足的內在傾向，從而引發經濟危機。與此同時，

投機活動聚焦於分配利潤，而不是創造利潤，因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總

是首先在金融領域以金融不穩定、甚至金融崩潰的方式爆發。簡而言之，金

融化的邏輯導致它自身的不可持續。

然而弔詭的是，在現實中，直到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前，金融化確實持

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用以解釋這一悖論的是「掠奪性積累」，也即通過覆蓋全

球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來壓低生產性資源的成本，抵消生產性投資不足對資本

積累的負面作用。全球化時代資本積累的主要基礎，是將原來不屬於資本主

義世界體系的生產性資源納入其中，包括金融掠奪，以及將發展中國家的勞

動力吸納進來；後一種積累途徑表現為世界市場上勞動力供給的擴張速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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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勞動力需求的擴張速度，構成了所謂「逐底競爭」（即發展中國家競相削減勞

動者權益以維持產業競爭力）的趨勢7。

「掠奪性積累」這個概念，是由當代最負盛名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和政

治經濟學家哈維（David Harvey）所提出的，他的論述傾向於強調金融掠奪活

動，淡化勞動力吸納的重要性；這個傾向既有理論上也有實證上的緣由。從

理論上講，在金融化背景下，資本總體上傾向於通過投機而不是生產來獲得

利潤。但凡有一點可能，特定地域的資本都要從當地的投入—產出構造中抽

身。但是，資本主義的整體運轉不可能脫離生產，於是從事生產的資本唯有

盡量避免大規模地沉澱投資，同時最大限度地用勞動代替資本。從現實上來

看，正如批評金融化的論者所指出的，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在很大程度

上已經由「華爾街—美國財政部— IMF」這個綜合體所主導。在全球化導致的

一系列發展危機中，都能見到金融投機下的掠奪活動，最顯著的事例是蘇聯

集團解體後的市場轉型與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8。

值得注意的是，勞動力吸納對於掠奪性積累同樣極其重要。一方面，從

全球化時代勞動力吸納的規模之大，就能反映出其在系統意義上的重要性。

據 IMF估計，在1980至2005年間，為世界市場生產的勞動者人數大致上翻了

兩番，新增的勞動力絕大多數來自發展中國家。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人類歷

史上第一次形成全球性的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如此快速的勞動力增長導

致了「世界範圍的劉易斯模型」（「現代—傳統」二元化結構中「現代部門」的勞

動力無限量供給）格局：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無限量供應的勞動力，等待來自發

達經濟體的資本的僱傭。

在這種情形下，全球發展勢必在擴張時期問題重重，在危機期間則受到毀 

滅性打擊。在勞動力吸納的擴張時期，勞資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意味着經

濟剩餘從「南方」（the Global South，指作為整體的全球發展中國家）流向「北方」

（the Global North，指作為整體的全球發達國家），發展中經濟體被困於低技術、 

低工資的陷阱。在危機期間，相關的發展中經濟體則首當其衝地受到需求不足 

的打擊，特別是因為低工資，使得這些國家無法形成內部的大眾消費市場作為 

抵消外部衝擊的緩衝。金融掠奪由是登場，陷入危機的發展中經濟體更受劫難。

總括而言，圖1上半部分的邏輯鏈描繪了全球化年代資本主義的系統性積

累邏輯。發端於「北方」的金融化擠壓了生產性投資，導致需求不足，於是持

續的金融化就愈來愈依賴於掠奪性積累，也即攫取「南方」的經濟剩餘。這個

過程由掠奪性的金融活動和勞動力吸納共同構成。掠奪過程既可以是平和的， 

也即發展中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交納鑄幣稅（被迫持有巨額外匯儲備）；也可

以是暴力的，即危機期間國際金融機構對發展中經濟體的生產性資源的全方

位快速劫掠。勞動力吸納大多發生在經濟擴張期間，通過創造「世界範圍的劉

易斯模型」，經濟剩餘從勞動力流向資本，因而從「南方」流向「北方」就成為

系統性的過程。

在這個流動過程中，個別發展中經濟體或許能從這種勞動力吸納過程中

獲益，前提是它們必須能夠留存部分（哪怕是比例遠低於被「北方」抽走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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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剩餘，並且能夠有效率地將這些剩餘配置到生產性部門中，使勞動生產率

快速增長，從而抵消經濟剩餘外流的損失。然而，在生產性投資擠壓效應 

盛行和「逐底競爭」的背景之下，這種獲益的經濟體只能是特例，不可能是常

態——而中國正正就是一個特例。

三　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模式的演化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究竟是一個剝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

濟體，還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是一個遭受剝奪的經濟體呢？自新世紀

圖1　中國與新自由主義年代的全球資本主義示意圖

擠壓生產性投資＋不平等的收入分配

經濟剩餘從「南方」向「北方」轉移

2008年之前：二元化經濟結構 2008年以來：金融化趨勢加強

「富士康模式」 vs. 「黃金時代模式」 投機 vs. 生產性投資

屈從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vs. 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透過迫使金融服務於生產性投資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

掠奪

鑄幣稅 資產泡沫+資本外逃

勞動力吸納

「世界範圍的
  劉易斯模型」

勞動者和本地資本首當其衝
面對需求不足所導致的危機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金融化和金融霸權

中國對全球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邏輯的回應

透過參與金融化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掠奪＋勞動力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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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中國經濟活動的「走出去」，究竟是增強還是削弱了上述全球資本主義的

系統性積累邏輯呢？回答這兩個問題對於我們理解中國和世界發展來說至關

重要。

先從勞動力吸納的角度分析，一般認為，從改革開放伊始至今，中國走

的是一條勞動密集、出口導向的工業化道路；將中國的勞動力納入世界市場， 

在塑造「世界範圍的劉易斯模型」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前面提到，根據 IMF

估計，在1980至2005年間，為世界市場生產的勞動者人數翻了兩番。這個估

計是在按照各國出口對GDP的比重調整了勞動力數據後，將各國的數據加 

總而得。本文在此使用一個更加直觀的數據描述：在2005年，為世界市場生

產的勞動者人數是1980年的2.28倍，來自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人數是1980年的

3.79倍，來自中國的人數是1980年的8.65倍。換一個角度看，在1980至2005年 

間，為世界市場生產的新增勞動者中有一半來自中國。中國工人佔世界工人

總數的比重從1980年的8%增加到2005年的32%（儘管近年來該比例有所下

降，到2013年降為19%）9。

伴隨着勞動力吸納的是上文所述的掠奪性積累對後進國家的負面影響。

中國經濟中的「富士康模式」飽受詬病，作為跨國資本控制下的血汗工廠的典

型代表，經常被用來表明中國經濟的「世界工廠」特徵。「富士康模式」代表了

所有的發展缺陷，包括微觀層面的低資本—勞動比率、高勞動強度、極度異

化的生產組織和勞動環境、低工資，以及宏觀層面的消費不足問題。遵循這

種模式的結果是經濟擴張時剩餘流出，經濟危機時產能過剩。

然而，「富士康模式」真的能代表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嗎？或許，它至多只

能代表加工貿易部門——進口零部件組裝為最終產品後再向世界市場出口。

從1990年代中期到現在，加工貿易項下的出口額一直佔中國商品出口總額的

一半左右，以淨出口與總出口的比率粗略地作為加工貿易的國內附加值率，

這個比率從1990年代中期的20%逐步增加至2009年45%的高峰，而以此計算

2009年加工貿易項下的國內附加值，也只是僅佔當年中國GDP的5%左右。

換言之，中國經濟其實存在着某種二元化結構，加工貿易只不過是一個「飛地

部門」，在整體經濟中所佔分量很有限。

筆者認為，中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經濟發展的主流，其實並不是勞動

密集、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尤其是自世紀之交以來，總出口中機械與運輸設

備佔比不斷提高；即便在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情況下，中國仍然保持巨額的貿

易順差、實際工資持續上升、勞動生產率快速提升等等，這些都意味着廉價

勞動力不是支撐中國出口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持續快速的生產性投資增

長，以及在世界經濟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對的非金融化，是遠為重要

的因素。

實際上，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就呈現出走向「黃金時代模式」

的趨勢——也即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在1950至1973年間的經濟模式，表現為

消費和投資、工資和生產率、就業和產出近乎同步的持續快速增長。正是在

這樣的模式作用下，中國才能維持收入增長，從發展中經濟體大量吸收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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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產品。而這樣的進口規模，加上「富士康模式」傾向於壓低出口價格，也

就解釋了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為甚麼會愈趨惡化，為後者提供

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極為難得的資本積累來源bk。

再來分析一下金融掠奪問題，最明顯可見的是鑄幣稅，表現為發展中國家 

的資本持續流向發達國家。這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發展

中國家持有的外匯金融資產大量增加。單就官方外匯儲備而言，若以能夠滿足

多少個月的進口支付來衡量，全球發展中國家的官方外匯儲備規模從1995年底 

的4個月增加至2014年底的11個月，中國的儲備規模則從7個月暴增至21個月； 

相形之下，全球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一直維持在2至3個月的較低水平bl。

這種資本大規模地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情況，與新自由主義信

條的承諾完全相反——後者承諾資本將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以促進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顯然，發展中國家普遍吸取了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

的教訓：面對全球經濟的日益金融化，一國需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來抵禦金

融投機、維持貨幣穩定。但是這樣做不是沒有代價的，在儲備回報率長期走

低的情況下，積累外匯儲備實質上就是向儲備貨幣發行國交納鑄幣稅，這構

成了經濟剩餘從廣大發展中國家流向金融霸權國家的重要途徑。

中國的情況最為極端，除了世界市場金融投機壓力之外，還得面對經濟

學家麥金農（Ronald McKinnon）和施納布林（Gunther Schnabl）所提的「貨幣錯

配」難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體，中國有着最大額的貿易順差，然而人民

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重要性卻不足以支撐這個順差，因此不得不持續積累

外匯儲備。更加糟糕的是，迫於貿易夥伴要求中國減少貿易順差的壓力，中

國不得不讓人民幣在2005年之後的近十年間持續升值，而升值預期又導致大

量「熱錢」湧入，進一步推高了中國的外匯儲備。貨幣錯配的成本不僅導致經

濟剩餘外流，讓中國受到巨大損失，而且還嚴重制約了中國制訂獨立貨幣政

策的空間bm。

在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衰退期間，發展中國家更加受害於金融霸

權和金融掠奪。在2008年之後，發達國家不斷推出的量化寬鬆政策，導致大

量「熱錢」流向發展中國家，這些貨幣流通量通過金融槓桿被進一步放大，造

成發展中國家嚴重的資產泡沫。在2015年以後，「熱錢」又從發展中國家回流

到發達國家，再次透過槓桿效應，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資產泡沫破裂。全球金融 

霸權操作下的「熱錢」流進和流出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例如2015年

中國由於資本外逃流失外匯達6,000至8,000億美元，當年A股市場的股災和

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都在很大程度上與「熱錢」的流動有關。幸好中國迄今

基本上仍然能夠管控資本賬戶的核心項目，因此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受

到的損失還不算特別嚴重bn。

麥金農和施納布林歸納了中國領導層應對貨幣錯配的政策取向，即在

2008年以後，中國加快了放開國內金融市場的步伐，期望以此強化跨國資本

持有人民幣的信心、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作為美元的替代bo。然而，在國際

貨幣體系的既有霸權格局之下，尤其是經濟衰退期間霸權運作導致金融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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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加劇，中國的上述政策取向問題叢生。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和放開國內金

融市場讓「熱錢」流動更加方便，導致中國資產市場劇烈波動；金融投機活動

更嚴重地擠壓了生產性投資，促使中國的生產性企業也愈來愈投機化。中國

的領導層由是面臨兩難選擇：如果現存的國際貨幣體系和政治經濟秩序不

變，即使按照這種方式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最好的結果也只不過是通過中國

經濟的金融化從全球金融霸權中分得一杯羹，即讓中國完全融入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而更加可能、也是最壞的結果是中國被全球金融霸權所俘獲和劫掠。

歸納起來，圖1下半部分的邏輯鏈描述了中國在當前資本主義系統性積累

邏輯中的位置。一方面，中國順從了這個邏輯，表現為生產領域的「富士康模

式」，以及在金融領域一定程度上被國際投機利益所裹挾或俘獲；另一方面，

中國仍然在抵抗這個邏輯，表現為趨向「黃金時代模式」的制度結構安排。近

年來，中國領導層啟動了「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和金

磚國家開發銀行等一系列國際合作機制以重塑世界經濟圖景。這些國際合作

機制的其中一個重要意義，就是要在讓金融資本為生產性經濟服務的方式下

促進人民幣國際化，而不是加入現存的、投機導向的全球金融霸權。中國尋

求替代當前資本主義系統性積累邏輯的努力能否成功，這不僅對中國發展至

關重要，而且對全世界的發展前景來說同樣至為關鍵。

四　結論和展望

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性運作邏輯，或至少在相當程

度上具有這種性質，對於理解上文所述的世界範圍內制度變革及其發展後

果，以及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經濟變革的演化，可謂十分必要。這其中有三點

尤其值得深究：

第一，IMF在2000年秋季《世界經濟展望》中承認全球化前二十年世界發

展失落，尤其是蘇聯集團國家的「休克蕭條」偏離政策信條許下的承諾，這種

承認過失的態度在隨後因應實際經濟狀況的起伏而時有浮現，至2016年 IMF

旗艦刊物《金融與發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中的〈新自由主義是否推銷

過度？〉（“Neoliberalism: Oversold?”）這篇總結性文章可說是達到高峰bp。然

而，這種承認不僅很有限度，甚至有可能是為了掩護更根本的市場原教旨主

義新信條。自新世紀以來，與華盛頓建制相關聯的政策和經濟研究主題，諸

如金融發展的法律制度基礎、市場與憲政作為經濟發展的前提、殖民地制度

遺產的正面意義等等，重申原有的承諾和對尋求市場原教旨主義替代模式的

否定，終究也是為了服務上述的資本積累的系統性運作邏輯。

第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一旦（放棄革命而）決定改革開放、對接以至

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就無法不面對資本主義系統性運作邏輯的新自由主義的

強制性，這就不是簡單的政策信條能否、是否選擇的問題。因此，縱使是獨

立自主的中國，在直至今日的整個改革開放進程中，其政治經濟變革路徑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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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為世界範圍內強制性與尋求自主發展這兩種力量之間的競爭所主導。僅就

經濟層面而言，在2008年之前主導的是「富士康模式」（勞動密集和低工資模

式）與「黃金時代模式」（資本深化和高工資模式）的競爭，在2008年之後主導

的是金融投機化與生產性投資和創新的競爭。

第三，上文對新自由主義的闡釋，僅是聚焦於它的現實向度，即政策信

條及其推行，並沒有涉及它的思想或意識形態向度。既然新自由主義在當代

世界資本主義中具有系統性的運作意義，它的意識形態內涵也就往往被包裝

成普世價值來作為政治鼓動力量，極具魅惑作用。而按照上文的論述，落實

下來的新自由主義卻往往與價值本身相去甚遠，所謂「普世價值政治」實際上

卻是社會發展失落和人道災難的代名詞。正是這種缺陷使得政治鼓動者有機

可乘，成事之前奢言道德政治，敗事之後推卸責任，說失落和災難是現實的

錯，不是意識形態的錯。

上文對中國改革開放年代發展模式與經驗的概括，核心論題是認為中國

經濟迄今始終是以生產性活動為主流導向，集中表現在生產性投資的持續快

速增長上，而這種增長又是以特定的經濟制度和結構條件為基礎，尤其是體

現在朝向「黃金時代模式」的消費和投資、工資和生產率、就業和產出的同方

向按比例增長的趨勢上。與此相對，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特徵是個人化理性選

擇，讓所有的資源和資產都可作為金融交易，其邏輯後果是經濟金融化，其

經濟制度和結構基礎是生產性投資萎縮和收入分化。顯然，兩相比較，「黃金

時代模式」遠比新自由主義更能切合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

而經濟發展模式其實還有其政治基礎問題，新自由主義的實質是以個人

替代社會、以資本的自由替代公民的自由，然而「（個人化的）自由至上」畢竟

也有可能被包裝成普世價值言說，甚至成為「歷史終結論」的極端宣示bq。「黃

金時代模式」的實質是勞資之間的階級談判和妥協，一定程度上以限制資本的

自由、維護福利社會來支撐這種妥協，表現在政治上就是社會民主主義，而

「（全民名目的）民主至上」同樣也有可能被包裝成普世價值言說，甚至在冷戰

時代出現了歷史存在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趨同論」br。如果未來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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